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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前对企业国际化通过何种组织学习机制作用于创新绩效需要进一步明确，同时国际化影响创新绩效的外部情境条件需要进一步揭示。因此，基于组织学习理论与知识基础观，引入双元知识搜索（包括本地搜索和跨界搜索）作为中介变量、母国市场竞争程度作为调节变量，构建“国际化程度－知识搜索－创新绩效”的理论逻辑，以2002－2020年中国A股的977家制造业上市公司为样本，实证检验企业国际化程度对创新绩效影响，以及知识搜索与母国市场竞争程度在其中的中介作用和调节作用。结果表明：国际化程度对创新绩效呈倒“U”型影响，同时对本地搜索和跨界搜索都有显著正向影响；本地搜索对创新绩效有正向影响，但跨界搜索对创新绩效呈倒U型影响，当跨界搜索达到199.29时企业继续扩展自己的知识边界会负向影响创新绩效，而知识搜索在国际化程度和创新绩效之间起有效中介作用；母国市场竞争程度在国际化程度和知识搜索之间起到正向调节作用。基于此，建议企业综合运用各种管理激励方法不断降低知识转移成本、促进知识搜索，同时根据市场竞争强度的变化调整搜索策略，及时进行知识创建和重组，进而提升创新绩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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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t present, it is necessary to further clarify through which organizational learning mechanism internationalization contributes to innovation performance, as well as the external situation conditions that internationalization affects innovation performance. Based on the organizational learning theory and the knowledge-based view, this paper introduces dual knowledge search (including local search and cross-border search) as the intermediary variable, the degree of competition in the home country market as the regulatory variable, constructs the theoretical logic of degree of internationalization- knowledge search- innovation performance, and empirically examines the impact of internationalization on innovation performance, as well as the mediating and moderating roles of knowledge search and the degree of competition in the home country market, with a sample of 977 manufacturing companies listed on the A-share market in China from 2002 to 2020.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degree of internationalization has an inverted U-shaped effect on innovation performance, also has a significant positive effect on both local search and boundary-spanning search; local search has a positive effect on innovation performance, but boundary-spanning search has an inverted U-shape effect on innovation performance, and when boundary-spanning search reaches 199.29, enterprises continue to expand their knowledge boundaries, which negatively affects innovation performance, while boundary-spanning search reaches 199.29, enterprises continue to expand their knowledge boundaries will negatively affect innovation performance, and the knowledge search plays an effective mediating role between the degree of internationalization and innovation performance; besides, the degree of competition in the home market plays a positive moderating role between the degree of internationalization and knowledge search. Based on the above results, it is suggested that enterprises use various management incentives to continuously reduce knowledge transfer costs and promote knowledge search, while adjusting their search strategies according to changes in the intensity of market competition, and carrying out timely knowledge creation and reorganization in order to improve innovation perform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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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技术创新对新兴经济体企业形成持续竞争优势并获得良好绩效至关重要。国际化是新兴经济体企业寻求学习机会、提高创新绩效的重要途径[1]，然而，尽管组织学习理论强调外部知识的重要性，但研究表明，企业国际化程度是否以及如何通过外部新知识影响创新绩效的验证还很少[2]。如根据吴航等[3]、Genc等[4]的研究，目前有关文献对企业知识获取的中介作用和情景条件研究不足；同时，从Ren等[5]、高照军[6]、Dunning[7]的研究可看出，目前国际化影响创新绩效的研究中结论各不相同。
首先，国际化通过何种组织学习机制作用于创新绩效需要进一步明确。Jones等[8]指出，组织学习方法关注于识别和描述国际化的行为过程。因此，从组织学习的角度识别和描述国际化的行为过程更有利于说明是什么组织管理活动，以及行为在国际化过程中塑造或影响了与企业创新绩效相关的能力，并作出更统一的解释；同时，企业知识的获取和利用也具备双元性。Wu等[1]指出，国际化的创新相关影响因素还包括知识获取与获取的知识类型，其中知识类型与国际化对企业非经济绩效的影响非常重要。Huang等[9]指出，应着重探索新兴市场的跨国公司如何兼备与平衡组织的双元探索和开发，以谋求利用国际市场提升企业的创新绩效。因此，在“国际化程度－创新绩效”这一逻辑间加入知识搜索作为中介变量，探索双元知识搜索（包括本地搜索和跨界搜索）是如何在国际化程度与创新绩效之间起作用是十分必要的,亦即基于国际化过程也是一个组织学习过程的视角，结合知识基础观，探讨跨国企业是否利用双元知识搜索以响应组织双元的平衡问题，并解释企业国际化与技术创新之间的作用机制。
其次，国际化影响创新绩效的外部情境条件需要进一步揭示。相关研究大多基于企业战略的制度观（IT）展开，如魏江等[10]和李梅等[11]分别研究了母国（区域）市场化水平、法治化水平、营商环境等对企业国际化经营的影响。然而，基于企业战略的产业组织观（IO）认为，竞争环境是影响企业战略行为与竞争优势最直接的外部环境之一[12]。Stagni等[13]从市场竞争的角度出发，以美国制造公司的面板数据集研究了在竞争加剧的情境下企业如何改变其研发工作中使用的知识来源，结果表明由于探索与开发所需的时间不同，企业可能无法等待技术探索的作用实现。因此，从外部情境理解国际化对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并进一步探索其中的企业知识搜索行为，还需考虑市场竞争的边界作用，亦即引入母国市场竞争程度作为调节变量，以更好地从外部情境理解国际化程度与知识搜索的关系。
[bookmark: _Toc21173][bookmark: _Toc19352]本研究基于组织学习理论与知识基础观形成国际化创新效应路径的分析框架，通过构建“国际化程度－知识搜索－创新绩效”的理论逻辑，重点考察国际化程度对创新绩效影响的具体中介机制；同时，引入母国市场竞争程度作为调节变量，从外部情境理解国际化程度与企业知识搜索行为的关系，并进一步探讨知识搜索在国际化程度和创新绩效之间的中介作用机制。
1   理论与研究假设
1.1   知识搜索的概念及界定
知识搜索是企业从所处的环境中扫描或探测信息、知识和解决方案的行为。企业对邻近或相似的技术与知识的搜索被定义为“本地搜索”，它体现在对企业所在的边界范围内进行知识搜索、对现有技术的渐进式修改、企业的生态位保持相对稳定等方面；跨界搜索则是企业跨越现有组织边界或技术边界进行的搜索活动[14]。因此，基于知识基础观，本研究根据技术边界将知识搜索区分为本地搜索与跨界搜索，以从更细的粒度考察知识搜索在创新过程中的作用。
[bookmark: _Hlk117987717]1.2  国际化程度与创新绩效
在国际化初期，企业由于刚进入国际市场，通过建立企业创新网络能够有效得到技术创新所需的互补性资源。Kim等[2]基于区域化理论与相互依赖理论提出企业开展研发活动的地区数量与创新绩效之间存在倒“U”型关系。在国际化初期，跨国企业可以在一个区域内的国家集合中利用其资源，从相互依存中获得巨大的协同效益；然而，随着企业国际化程度的不断深入、国际化成本的不断提高，企业创新收益未能有效弥补其国际化的高额成本，导致整体收益呈现下降趋势[4]。同时，东道国子公司和研发机构的数目不断增多，企业在利用现有技术和寻找新的技术来适应和满足新的市场需求时，可以逐步建立起具有较强自主决策等自治能力的区域自治联盟，但是，这种自主是以整个组织的连贯性为代价的，由于缺少母公司在全球范围内对技术开发等国际活动的战略控制，分散的企业联盟将会产生战略重合的现象，导致资源浪费；母公司在意识到与子公司合作的重要性后，会采取相应的对策，以遏制其发展的自主性，但因母公司自身的惰性和不断深入的国际化策略，两者之间的博弈必然会造成巨大的协同和对抗代价，从而影响到公司的发展。此外，随着国际化程度的提高，跨国公司的研发活动将更多地暴露在母国不完善的知识产权制度下；同时，它们也很难有效地利用东道国的体制环境来保护自己的知识产权，技术创新过程中的知识外泄问题多发，企业创新的挑战和不确定风险增加[15]。综上所述，当企业国际化程度发展到某一阈值时，持续推进国际化会负向影响其创新绩效。据此，提出以下假设：
H1：企业国际化程度与创新绩效之间的关系呈倒“U”型。
[bookmark: _Toc523][bookmark: _Toc27006]1.3  国际化程度与知识搜索
在新兴经济体企业海外投资的过程中，国际化程度的差异会对知识搜索产生影响。国际化程度影响企业对知识的识别、吸纳、转化、利用的能力，并贯穿整个国际化过程，对企业知识搜索的实施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连接－利用－学习”（linkage-leverage-learning，LLL）理论强调新兴经济体通过国际化在全球竞争中追赶上来自发达国家跨国企业的竞争优势，而这种追赶是新兴经济体通过连接和利用促成企业不断学习的结果[16]。因此从知识基础观和LLL理论的角度，国际化会促使企业开展二元性的本地和跨界搜索。企业在进入东道国市场后先要生存，实现短期利益才能追求长期发展，所以企业会先改进自己在母国市场被认为是成熟的技术，但是因为新兴经济体企业传统上远离全球化创新中心，在母国的成熟技术并不处于全球创新前沿，为了保证自己的生存，企业在国际化进程首先会搜索与自身有高度相似性的先进知识，尽可能地获取并占用更多的资源，从而加深自身现有的知识程度，并对现有的产品和生产工艺进行改进[17]，以在全球化竞争始终占领一席之地，因此，企业国际化程度可以促使企业进行本地搜索。同时，如Huang等[18]、Frankort[19]的研究指出，新兴市场跨国企业国际化的主要目的是搜寻创新前沿的技术和资源从而实现创新追赶，而在进入东道国市场后，企业会面临新的市场需求和顾客群体，超出了以往企业的知识范围，因此企业需要通过寻找各种知识来源来获取新知识，从而扩大组织的知识储备。知识储备越丰富，组织就能更好地了解创新所需的知识要素并更能识别创新机会；同时，通过获取更多的外部新知识资源，组织的技术能力得到加强。综上可以得出，国际化程度可以正向促进企业进行跨界搜索。因此，提出以下假设：
H2：企业国际化程度会正向影响本地搜索选择倾向；
H3：企业国际化程度会正向影响跨界搜索选择倾向。
[bookmark: _Toc16193]1.4  知识搜索与创新绩效
知识搜索已有的实证研究大多集中在其对创新绩效正向的影响，然而，在知识搜索和创新之间普遍存在积极关系的基础上，Wu等[20]、Roper等[21]学者的研究通过考察知识搜索的成本发现，知识搜索与创新之间存在非线性关系。孙耀吾等[22]认为，由于搜索、沟通、整合和协调的相关成本，高水平的知识搜索将与创新负相关。虽然关于本地搜索和跨界搜索二元性的绩效研究的文献很少，但过多的本地搜索或跨界搜索已被证实因知识整合成本急速上升而对企业绩效不利影响[23]。
[bookmark: _Toc25500][bookmark: _Toc10096]本研究预期，本地搜索对企业创新绩效有正向影响。新兴国家跨国企业国际化程度的增加伴随着诸多收益，能够促进企业创新绩效提升。在国际化的初始阶段，新兴国家跨国企业的主要目标是快速进入国际市场，寻求有价值的资源和技术，从而适应市场需求。首先企业为了生存，会先搜索与自己现有技术高度相似的知识源，降低信息传递和翻译所浪费的成本，减少创新的不确定性和失误率，确保企业在东道国尽快立足。已有的知识基础会促进企业继续在该领域内搜索，搜索在所熟悉与更为接近的范围内会更简单[24]，会更有效、便捷地获取外部可信的知识资源；同时，在近似领域搜索的成本较低[25]，包括由于协调、知识传递和翻译等造成的成本。基于Rosenkopf等[14]的研究可知，本地搜索注重积累与自身高度相似的知识，有助于不断组合新的知识元素从而提升现有产品质量，持续为企业的产品升级与更新提供依据；同时，不断重复积累现有知识，可以帮助企业标准化和规范化生产流程和管理经验，有利于提升创新效率和协调流程[26]，从而有助于快速形成产品创新组合和研发管理模式，利用成熟的技术和市场知识来缩短研发周期。最后，企业持续使用本地搜索策略可以集中精力积累隐性知识并形成核心竞争力，从而使其在特定的行业中不断提高产品品质[27]。
跨界搜索对国际化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相对复杂，本研究认为跨界搜索对企业创新绩效呈现倒“U”型相关关系。跨界搜索为企业提供多个不同领域的知识，使其知识更加多元化、丰富化，帮助企业产生前瞻思想和知识的新组合，便于及时发现市场机会，从而研发出符合市场需要的新产品[14]。跨界搜索使企业打破传统，寻求新的知识，而这些新的知识流可以扩展新的市场，从而提升企业产品质量[27]。跨界搜索的增加也有助于拓展企业的眼界，使其不受单一的知识范畴所限制，同时也能拓展其在搜寻时的合作空间，加强多方协作，提高企业策略灵活性，增强企业对多个领域的知识探索能力。通过与外部合作和子公司自身的探索，企业可以迅速地使研发过程标准化、流程化，规则和程序促进了不同职能和项目任务之间的协调，减少了冲突、不确定性和模糊性，从而减少了创新成本，提高了创新的可能性和质量。然而，随着跨界搜索程度的增加，从其他东道国获取到的隐性知识也越来越丰富，企业整合获取到的知识和资源，更好地开发具有高度新颖性和复杂性的产品，而企业的技术新颖性和产品新颖性正是开发项目不确定性的主要来源[28]。高不确定性可能导致大量的产品修改，甚至产品重新设计，同时产品新特性要求项目团队考虑更多的设计替代方案、新的开发流程和新的营销渠道，将会大幅提升企业成本，对创新绩效产生负面影响[29]，因此当跨界搜索达到某一门槛值时，再继续进行跨度搜索会使企业陷入“能力刚性”，不愿转变技术轨道开展新的创新；同时，过度的跨界搜索会造成理解和吸收异质性知识难度增大，新旧知识整合成本提高，反而阻碍企业的创新活动[30]。因此，提出如下假设：
H4：本地搜索对企业创新绩效有正向影响；
H5：跨界搜索对企业创新绩效呈倒“U”型影响。
1.5  知识搜索的中介作用
Rosenkopf等[14]指出知识搜索是组织识别和获取异质性知识，并加以整合利用来丰富内部知识库的搜寻过程。组织学习理论将搜寻知识感知为学习行为，当组织外部的知识被吸收和内化以供使用时，学习就发生了[31]。可见，知识搜索既包括搜索过程也包括迁移过程，而创新是知识搜索中产生的学习活动的结果。本研究认为，新兴经济体企业通过实施国际化战略促进了企业的学习行为，从而促进企业开展知识搜索，对企业创新绩效产生影响，因此企业创新绩效的提高需要以知识搜索作为国际化与创新绩效之间关系的内部机制。
新兴国家的后发企业在母国已经掌握了行业内成熟的技术，并且接近了技术创新的前沿，但是由于发达国家企业传统上处于技术创新的中心，后发国家企业很难接近最核心和最前沿的技术。尽管这些后发企业希望通过国际化获取行业内最顶尖的技术核心从而提高自身的创新能力并进入全球创新的前沿，但是在国际化的初始阶段，新兴国家的跨国企业的主要目标是快速进入国际市场、寻求有价值的资源和技术，从而适应市场需求；在进入东道国市场后，企业面临更多的市场选择和需求，成熟和饱和的市场迫使企业主动探索与建立新的市场机会，企业通过跨界搜索寻求进入新领域、拓展新业务的可能性，这能为企业带来预期的经济效应；随着国际化程度的不断加深，企业开始寻求可靠的合作伙伴，建立自己的供应链和知识网络，从而进一步促进了本地搜索和跨界搜索，帮助减少研发流程的不确定性，从而提高创新的产出和效率。因此，新兴国家的跨国企业在国际化过程中可以通过本地搜索和跨界搜索不断提升创新绩效。综上所述，提出如下建议：
H6：知识搜索在企业国际化程度与创新绩效之间起中介作用。
H6a：本地搜索在企业国际化程度和创新绩效之间起中介作用；
H6b：跨界搜索在企业国际化程度和创新绩效之间起中介作用。
1.6  母国市场竞争程度的调节作用
在企业国际化的背景下，母国的市场竞争强度对于企业国际化程度和知识搜索是一把“双刃剑”。市场竞争程度是指一个行业内同类企业间进行较量的激烈程度，或者说一个企业在与其他同类企业进行生产经营活动时感知到的敌意性程度。首先，当母国市场竞争程度较低时，即现有产品或服务足以满足客户的需求，企业面临的破产和倒闭的风险较低，那么即使企业处于国际化进程中也会由于缺乏创新动力而选择本地搜索；同时，一个市场竞争度低的行业是一个高度垄断的行业，由于竞争对手相对很少，企业与行业内的合作伙伴形成战略合作联盟或非正式网络，增加企业对于本地相似知识的信任，从而开展本地搜索，正向调节国际化程度与本地搜索的关系。其次，当母国市场竞争程度较高时，企业面临利润空间收缩、价格下降和强大的效率压力等风险[32]，即高度市场竞争会导致利润减少和破产风险增加，进而立即影响企业的目标和底线[33]。跨界搜索比本地搜索风险更大、成本更高[34]，且学习模式较慢，需要较长的时间产出结果，因此，处于国际化进程中的企业可能会被迫采用本地搜索策略而非跨界搜索策略，在失败前迅速产生结果，而不是承诺在未来实现更长远的创新收益。因而，母国的市场竞争程度预期将负向调节国际化程度与跨界搜索的关系。基于此，提出如下假设：
H7：母国市场竞争程度正向调节企业国际化程度和本地搜索的关系。
基于以上分析，本研究的理论模型如图1所示。
图1  理论模型－

倒“U”型
倒“U”型
国际化程度
知识搜索
本地搜索
跨界搜索
创新绩效
＋
＋
＋

母国市场竞争程度
＋


－

2   研究设计
2.1    样本和数据
本研究主要着眼于创新活动和知识搜索行为较为活跃的制造行业，具体关注新兴经济体国家代表中国的制造业企业。制造行业存在大量的多元化创新及搜索行为，长期以来对大量且多源的信息进行跨界搜索与整合，并且具有系统化外部知识搜索路径，同时也存在较为清晰的行业特征[35]。基于以上考虑，同时参照Lu等[36]的研究，使用新兴经济体代表国家——中国，选取2002－2020年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包含从原中小企业板到主板、从没有海外子公司到在97个国家和地区设立有海外子公司的样本，从而涵盖国际化扩张的不同阶段，以便更好地探索企业国际化对企业技术创新的一般影响。对样本采取通用做法：（1）删除标明ST和ST*等经营异常的企业样本；（2）删除海外公司经营范围不明确的企业样本；（3）剔除存在异常值和缺失值的企业样本；（4）剔除英属维尔京群岛和百慕大等以避税为目的的东道国（地区）的样本企业。经过筛选，最终得到977家制造业上市公司样本。
[bookmark: _Toc4078][bookmark: _Toc23746]2.2   变量定义
（1）国际化程度。陈立敏[37]根据国际水平的度量标准，将国际水平的度量指标划分为三大类：一是以海外销售额占总销售额比重、海外资产占总资产比重等代表国际化深度指标；二是国际化广度指标，包括海外子公司分布的东道国数量、海外子公司数等；三是复合指标。然而，由于国内上市公司的信息披露较少，并且在国际市场的数量越多代表企业嵌入越深入，故参考李梅等[11]的做法，选用海外子公司所在的东道国数目之和来测度企业的国际化程度。数据均来源于CSMAR数据库。
（2）创新绩效。参考Branstetter[38]的做法，运用企业发明专利的申请数量作为衡量企业创新绩效的指标。专利是企业知识产权的象征，是衡量企业创新成果最直观的方法。鉴于企业从国际化向创新绩效产出转换的过程中存在着一定的滞后效应，运用t+2年的发明专利申请进行测量。
（3）本地搜索和跨界搜索。基于Rosenkopf等[14]的研究，进一步地从行业层面定义了技术领域，定位了制造业所对应的最高频的专利分类代码（IPC）并将其建为一个固定的技术领域范围，对于某企业在某年获得的专利，若其专利分类代码不属于此范围，则认为其完成了一次跨界搜索行为，反之则认为是进行了本地搜索。具体地，借鉴梁子涵[39]的研究，选取了专利的国际专利分类代码（IPC）前4位的前35%的高频代码作为“技术领域篮子”，如表1所示。经查阅，排名前12位的IPC专利分类号主要涉及物理学、光学和力学等一系列与制造业相切合的学科，并且细分类别符合本研究逻辑，包括电数字数据处理、数字信息传播、半导体器件、光学逻辑元件。
表1  前35%高频专利IPC代码
	IPC代码
	频数/次
	积累占比
	IPC代码
	频数/次
	积累占比

	GO6F
	55 734
	6.53%
	H04N
	19 436
	26.69%

	H01L
	37 581
	10.93%
	G09G
	17 978
	28.79%

	H04L
	36 127
	15.16%
	F25D
	13 307
	30.35%

	F24F
	32 678
	12.46%
	G01N
	12 965
	31.87%

	G02F
	25 929
	22.02%
	G01R
	10 561
	33.01%

	H04W
	20 420
	24.41%
	A61K
	10 346
	34.32%



（4）市场竞争程度。参考姜付秀等[40]、宋清等[41]的研究，采用赫芬达尔指数HHI来衡量市场竞争程度。HHI能较好地反映市场集中度，HHI越低说明市场竞争越高；而赫芬达尔系数越高则市场竞争程度越低。表达形式为：
               （1）
X=                       （2）
式（1）（2）中：Xi为企业i的销售额；n为市场内的企业数量。
[bookmark: _Toc7239][bookmark: _Toc27872]（5）控制变量。包括5个企业特征，即：1）企业规模。规模较大的企业或许更有能力、更愿意购置大型的研究仪器，以及雇用高素质的雇员从事研究，进而提高公司的创新能力。2）企业年龄。企业年龄可能会影响企业的创新：一方面，年轻企业可能缺乏丰富的资源、知识和时间进行创新产出而面临破产的风险；但另一方面，成熟企业的组织惰性等因素也会对企业创新产生一定的影响。3）研发投入，其与创新产出直接相关，选用研发投入占销售额比例来衡量。4）资本结构，选取资产负债率来衡量。债务负担重的企业会面临失败和破产的风险，对国际化等见效时间长的战略措施倾向性比较小。5）盈利能力，选用资产收益率来表示，盈利能力好的企业会花费更多的时间和成本进行国际化探索。
此外，在借鉴于震等[42]研究的基础上，将股东治理、董事会治理和独立董事比例视为公司治理中的代理变量。1）董事会规模。企业的经营管理是由董事会主导的，其组织结构、特征和规模将直接影响到企业的战略制定和实施。2）董事会独立性。独立董事制度的建立有利于企业通过市场创新机制来实现价值创造。3）股权集中度。股权集中度可以体现公司治理的集权程度，集权程度越大，大股东拥有的话语权越大，将推动其实施监督管理职能。
从企业的外部环境来看，本以及重点控制的变量为：1）时间因素。中国经济近10年来发展很快，所以中国企业的创新能力也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不断改变。2）地域因素。地域之间的差异例如制度完善度、市场约束和政策支持程度等会对企业的创新产生一定影响。
在此基础上，对中国30个省份（剔除西藏、香港、澳门和台湾地区）的虚拟变量进行了分析。另外，将未滞后的因变量作为控制变量加入到模型中，以更好地解决内生性问题。
主要变量及其测量方式如表2所示。
表2  关键变量定义及测量
	变量类型
	变量名称
	测量方式

	自变量
	国际化程度
	海外子公司所在国家数量

	因变量
	创新绩效
	企业t＋2年申请的发明专利数量

	中介变量
	本地搜索
	没有超出技术范围的专利申请次数/全部专利数目

	
	跨界搜索
	超出技术范围的专利申请次数/全部专利数目

	调节变量
	市场竞争程度
	市场实力赫芬达尔指数

	控制变量
	董事会规模
	董事会董事人数

	
	董事会独立性
	独立董事人数/董事会董事人数

	
	股权集中度
	公司前5位大股东持股比例之和

	
	企业规模
	企业总人数，取对数

	
	企业年龄
	年份−成立时间，取对数

	
	研发投入
	研发投入占销售额比重

	
	资本结构
	资产负债率

	
	盈利能力
	资产收益率

	[bookmark: _Toc2082]
	发明专利申请量
	企业t年申请的发明专利数量

	
	年份
	按年份生成18个虚拟变量

	
	地区
	按企业所在省份生成30个虚拟变量



2.3  模型设定
首先，为了考察国际化程度与创新绩效之间的关系，设定研究模型如下：
     （1）
其次，为了验证知识搜索在国际化程度和创新绩效中是否确定具备中介作用，在式（1）的基础上，结合温忠麟[43]【文后补著录参考文献】所提出的经典中介效应检验，进一步构建如下模型：
     （2）
 （3）
进一步为检验市场竞争程度对企业国际化程度和知识搜索的调节作用，在式（2）（3）基础上纳入市场竞争程度这一变量及其与国际化程度的交互项，以判断市场竞争程度的具体调节机制，构建模型如下：
  （4）
2.4   描述性统计
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和相关性分析结果如表3所示。可以看出，所涉及变量的方差因子（VIF）最大值为1.80，远远低于上限10，因此可初步判定不存在严重的共线性问题，能够进行下一步的回归分析。此外，还可以看出主效应变量之间存在较好的相关关系，尤其是国际化程度、本地搜索和创新绩效在1%的水平上正相关，国际化程度、跨界搜索和创新绩效也在1%的水平上正相关。
	表3  变量描述性统计和相关性分析结果

	变量
	均值
	标准值
	VIF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创新绩效
	11.060
	21.390
	1.52
	1.000
	
	
	
	
	
	
	
	
	
	

	2.企业年龄
	1.139
	0.201
	1.52
	0.175***
	1.000
	
	
	
	
	
	
	
	
	

	3.企业规模
	3.084
	3.389
	1.79
	0.412***
	0.216***
	1.000
	
	
	
	
	
	
	
	

	4.资本结构
	3.474
	0.484
	1.73
	0.144***
	0.136***
	0.428***
	1.000
	
	
	
	
	
	
	

	5.盈利能力
	0.432
	0.193
	1.32
	0.011
	−0.123***
	0.012
	−0.399***
	1.000
	
	
	
	
	
	

	6.研发投入
	0.046
	0.057 
	1.80
	0.215***
	0.153***
	−0.168***
	−0.323***
	−0.008
	1.000
	
	
	
	
	

	7.国际化程度
	1.769
	3.236
	1.68
	0.351***
	0.197***
	0.351***
	0.158***
	−0.022**
	0.165***
	1.000
	
	
	
	

	8.公司治理
	7.75e−11
	1.796
	1.56
	0.030***
	−0.096***
	−0.078***
	−0.131***
	0.064***
	0.114***
	0.063***
	1.000
	
	
	

	9.市场竞争
	0.129
	0.107
	1.47
	−0.057***
	−0.010
	0.087***
	0.076***
	0.006
	−0.158***
	−0.018*
	−0.020**
	1.000
	
	

	10.本地搜索
	8.332
	27.890
	1.50
	0.308***
	0.028***
	0.163***
	0.078***
	0.003
	0.044***
	0.110***
	−0.044***
	−0.042***
	1.000
	

	11.跨界搜索
	19.010
	50.990
	1.63
	0.393***
	0.044***
	0.216***
	0.098***
	0.013
	0.053***
	0.142***
	−0.015
	−0.026***
	0.746***
	1.000


注：*、**、***分别代表P<0.1、P<0.05、P<0.01。下同。
[bookmark: _Toc2306]3    实证结果
3.1   回归分析
表4中，模型1为基准模型，是包括所有控制变量在内的回归结果；模型2是在模型1的基础上加入解释变量国际化程度及其平方项。结果显示，国际化程度与创新绩效之间的回归系数为正，在5%的水平上显著；国际化程度平方项与创新绩效之间的回归系数为负，且在1%的水平上显著。说明企业国际化程度与创新绩效之间的关系呈倒“U”型，因此H1成立。
	表4  各变量对创新绩效的回归检验结果

	
变量
	创新绩效

	
	基准模型
	加入国际化程度及其平方项

	国际化程度
	
	0.401**

	
	
	(2.04)

	国际化程度2
	
	−0.066***

	
	
	(−4.02)

	公司治理
	0.135
	0.135

	
	(1.08)
	(1.08)

	企业年龄
	2.169
	2.499

	
	(0.60)
	(0.70)

	研发投入
	0.252***
	0.265***

	
	(3.00)
	(3.17)

	企业规模
	1.601**
	1.216*

	
	(2.20)
	(1.66)

	资本结构
	2.552*
	2.204

	
	(1.85)
	(1.59)

	盈利能力
	−3.494
	−3.091

	
	(−1.04)
	(−0.92)

	发明专利申请量
	0.473***
	0.467***

	
	(52.00)
	(50.78)

	省份
	控制
	控制

	年份
	控制
	控制

	constant
	−11.54***
	−10.34***

	
	(−3.14)
	(−2.80)

	R2
	0.466
	0.468


注：1）N=10 966个；2）括号内为标准误。下同。
表5中，企业国际化程度与本地搜索呈显著正向关系，即国际化程度越高，企业会选择本地搜索来建立竞争优势，H2成立；本地搜索与创新绩效之间呈现显著正向关系，H4成立；在加入国际化程度及其与HHI的交互项后，本地搜索对创新绩效的系数显著，且国际化程度对于创新绩效的影响仍然显著，但系数明显降低，说明本地搜索部分中介了企业国际化程度与创新绩效之间的关系，同时表6中的Sobel检验结果也证明了这一路径显著，进一步支持了H6a。
此外，企业国际化程度与跨界搜索呈正向显著关系，即随着国际化程度的增加，企业跨界搜索的力度也会逐渐提高，H3成立；跨界搜索对创新绩效的系数为正显著，而其平方项系数为负显著，表明两者之间呈现倒“U”型关系，且其倒“U”型的转折点为199.29，在其取值区间[1,369]内，即当跨界搜索达到199.29时企业继续扩展自己的知识边界会负向影响创新绩效，因此H5成立；加入国际化程度及其与HHI的交互项后，跨界搜索对创新绩效的系数显著，且国际化程度对于创新绩效的影响仍然显著但系数降低，说明跨界搜索部分中介了企业国际化程度与创新绩效之间的关系，同时Sobel检验结果也证明了这一路径显著，进一步支持H6b。
另外，企业国际化程度和HHI的交互项对本地搜索和跨界搜索的估计系数均显著为正，表明市场竞争程度越高，国际化程度对企业本地搜索的促进作用会显著增强，同时市场竞争程度对国际化程度与跨界搜索关系起到了正向调节影响，因此H7得以证明。


	表5  本地搜索和跨界搜索的中介效应检验结果

	变量
	本地搜索
	创新绩效
	跨界搜索
	创新绩效

	
	
	加入本地
搜索
	加入国际化程度及其与HHI交互项
	
	加入跨界搜索及其平方项
	加入国际化程度及其与HHI交互项

	国际化程度
	8.885***
	
	0.223***
	11.060***
	
	0.143**

	
	(5.04)
	
	(2.96)
	(5.57)
	
	(0.68)

	国际化程度×HHI
	24.74***
	
	1.029*
	11.230**
	
	1.559***

	
	(4.87)
	
	(1.89)
	(1.97)
	
	(2.94)

	本地搜索
	
	0.822***
	0.814***
	
	
	

	
	
	(4.60)
	(4.55)
	
	
	

	跨界搜索
	
	
	
	
	0.169***
	0.170***

	
	
	
	
	
	(8.70)
	(8.80)

	跨界搜索2
	
	
	
	
	−0.021***
	−0.021***

	
	
	
	
	
	(−5.15)
	(−5.06)

	HHI
	2.085*
	0.126
	0.255*
	22.48
	−1.337
	1.322

	
	(1.73)
	(1.02)
	(1.89)
	(0.95)
	(−0.59)
	(0.54)

	公司治理
	−40.980
	5.990*
	7.000**
	1.798
	0.109
	0.212

	
	(−1.40)
	(1.68)
	(1.96)
	(1.40)
	(0.88)
	(1.57)

	企业年龄
	3.756***
	0.257***
	0.261***
	−27.490
	4.927
	6.042*

	
	(4.79)
	(3.10)
	(3.16)
	(−0.88)
	(1.38)
	(1.69)

	研发投入
	9.485
	1.699**
	1.199*
	3.911***
	0.252***
	0.258***

	
	(1.40)
	(2.37)
	(1.65)
	(4.68)
	(3.03)
	(3.11)

	企业规模
	27.250**
	1.961
	1.524
	34.000***
	1.573**
	0.984

	
	(2.09)
	(1.44)
	(1.11)
	(4.69)
	(2.19)
	(1.35)

	资本结构
	99.460***
	−4.301
	−3.968
	5.892
	2.248
	1.748

	
	(3.02)
	(−1.30)
	(−1.20)
	(0.42)
	(1.64)
	(1.27)

	盈利能力
	
	0.465***
	0.457***
	63.020*
	−5.312
	−4.832

	
	
	(50.51)
	(49.18)
	(1.79)
	(−1.60)
	(−1.46)

	发明专利申请量
	
	0.465***
	0.457***
	
	0.441***
	0.433***

	
	
	(50.51)
	(49.18)
	
	(46.23)
	(44.91)

	省份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年份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constant
	−32.50
	−14.63***
	−13.76***
	−112.90***
	−13.27***
	−12.30***

	
	(−1.08)
	(−4.01)
	(−3.75)
	(−3.53)
	(−3.62)
	(−3.34)

	R2
	0.208
	0.470
	0.473
	0.495
	0.472
	0.476



表6  跨界搜索和本地搜索中介效应的Sobel检验结果
	直接路径
	中介路径
	路径影响系数
	Z统计值

	国际化程度→创新绩效
	国际化程度→本地搜索→创新绩效
	0.068*
	2.541

	国际化程度→创新绩效
	国际化程度→跨界搜索→创新绩效
	0.015**
	4.3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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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稳健型检验
3.2.1  倾向得分匹配（PSM）分析
鉴于旨在提升创新水平的企业可能更倾向于通过国际化进入国际市场以充分吸纳创新资源，因此国际化程度与创新绩效之间的关系可能存在反向因果引起的内生性问题。为缓解内生性问题对实证结果所带来的影响，选择倾向得分匹配（PSM）模型进行检验。将全样本分为处理组（企业进行国际化）和控制组（企业没有进行国际化），再分别运用最近邻匹配和核匹配方法形成匹配前后的处理组和控制组，在此基础上结合回归模型进行PSM分析。由表7可以看出，创新绩效均显著异于零，表明企业国际化程度确实有利于创新绩效发展，因此，H1得到证明。
	表7  PSM分析结果

	变量
	创新绩效

	国际化程度
	0.708***

	
	(5.07)

	国际化程度二次项
	−0.016**

	
	(2.04)

	市场竞争程度
	−7.238***

	
	(−3.55)

	公司治理
	0.508

	
	(1.73)

	控制变量
	控制

	constant
	−113.7***

	
	(−21.73)

	N
	9 065

	Adjusted R2
	0.309



3.2.2  改变因变量测量方式
为了进一步检验研究结果的稳定性，采用发明专利授权数量测量创新绩效来进行稳健型检验。结果表明（见表8），企业的专利申请数量及专利授权数量均与企业国际化程度呈正相关，且国际化程度与创新绩效仍然呈倒“U”型关系，即H1仍然成立。
	表8  稳健性检验结果：替换因变量测量方式

	变量
	专利授权数量

	
	基础模型
	加入国际化程度及其平方项

	国际化程度
	
	0.478**

	
	
	(2.52)

	国际化程度2
	
	−0.212***

	
	
	(−2.96)

	公司治理
	0.923**
	0.707*

	
	(2.26)
	(1.73)

	企业年龄
	−14.84***
	−13.11**

	
	(−2.76)
	(−2.45)

	研发投入
	0.136
	0.051 4

	
	(0.44)
	(0.16)

	企业规模
	34.44***
	31.50***

	
	(16.95)
	(15.20)

	资本结构
	18.86***
	14.78***

	
	(3.73)
	(2.92)

	盈利能力
	−7.117
	−10.90

	
	(−0.45)
	(−0.69)

	发明专利申请量
	3.854***
	3.785***

	
	(100.16)
	(96.75)

	constant
	−102.50***
	−93.34***

	
	(−10.81)
	(−9.78)

	N/个
	9 065
	9 065

	R2
	0.663
	0.667



4   结论与启示
企业国际化程度与创新绩效呈现倒“U”型关系，且国际化程度对本地搜索和跨界搜索都有显著正向影响，其中本地搜索对创新绩效有正向影响，但跨界搜索对创新绩效呈倒“U”型影响。鉴于知识搜索在企业国际化程度和创新绩效之间起有效中介作用，因此本地搜索和跨界搜索在国际化对创新绩效影响中间过程中起着关键作用，在知识搜索带来的收益高于成本的情境下国际化会促进创新，但在知识搜索带来的风险和整合成本高于创新收益的情境下国际化会阻碍创新。此外，母国市场竞争程度在企业国际化程度和知识搜索之间起到正向调节作用，即当企业处于高强度市场竞争状态，国际化程度对企业本地搜索和跨界搜索的促进作用会明显增强；这一结论与Lu等[43]的学者观点一致，他们认为产业研发强度、产业竞争程度等影响企业的对外投资决策，例如产业竞争强度越大，会迫使企业到海外市场以逃避国内市场的竞争压力。
基于上述结论，得到如下实践启示：其一，企业可以通过综合运用各种管理激励方法不断降低知识转移成本，促进企业开展知识搜索，使企业能够更好地通过国际化进行创新，从而提高企业的创新绩效；其二，企业需要根据市场竞争强度的变化调整搜索策略，其中强化跨界搜索是推动企业创新绩效提升的有效途径，企业应针对经营中涉及的知识及时进行组织知识创建和重组；其三，市场竞争强度的提高会增强企业国际化和知识搜索行为之间的关系，因此政府有关部门应制定适宜的产业政策与科技政策鼓励市场竞争与市场发展，促进企业提升创新绩效。
本研究仍存在以下局限性：实证检验结果显示，知识搜索在企业国际化程度与创新绩效之间起到不完全中介作用，因此未来有必要采用更科学的数据分析方法，如专利引用分析、社会网络分析等方法，或者探索国际间知识转移、知识流动等其他的关键中介变量与作用机制；其次，制造业的分类还有许多二级分类，而其中的专利分类号差别可能会更大，因此各个知识领域跨度的完整描述与否会导致本地搜索和跨界搜索的测量是否有偏颇，未来可以用企业申请专利所引用的每篇文献的专利分类来判定某件专利属于企业内部的知识库还是外部搜索结果，以提高研究结果的准确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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